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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笔谈）

　
编者按：中古史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

领域之一，近四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学术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古史基本图景的认识？当

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重绘”中古史基本线索和脉络的可能性？如果要去“重绘”中古史，我们现在应当如何

叙述？藉２０１９年８月举办“首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之机，

本刊特邀６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古史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课题或理论思考，围绕

“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这一话题予以深入研讨。本组笔谈即是此次座谈会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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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历史场景

魏　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自陈寅恪先生以来，中国中古史（一般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积累，名
家辈出，成果不可谓不丰厚。但如果对照欧美世界的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无论是议题的
丰富性，还是成果的多元化，又显得颇为单薄。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研究者苦心孤诣，不断
提出新的认识和理解，这大概就是“重绘”的意涵。然而如何“重绘”，可能性在哪里，却是见仁见智，
意见未必（亦不必）一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入思考，这里只能就个人近年来的学术工作，略
谈感想。

最近十余年，我花费比较多的精力观察和探讨３至６世纪江南山岳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主要
是具体的山岳个案研究，先后关注过十余个地点，最近集结为一本小书出版①。学术新意自不足道。
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主要是考察某座具体山岳的文化景观和空间，分析相关地点的文化生成过程及
其意义，就不得不进入相对微观的层面，经常做一些琐碎的小地点考证。小地点上的史料往往比较
缺乏，为了拓展论证空间，不得不经常实地考察，徜徉于沧海桑田的地理环境和往往一无所存的六朝
遗址中，依稀想象过去。古今印证，山川有情，唏嘘之余，往往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为感动的
时刻。

这时候就经常会想：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着
我们，投入人生最多的精力于此遥远之过去？在最感性的层面上，可能还是往昔那些富有魅力的细

① 魏斌：《“山中”的六朝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



节场景。山林往事大都不见于正史，需要借助于更加地方性的史料勾陈索隐，浮现场景。就我自己
的研究体验来说，无论是在庐山宫亭庙中发生的种种神异传说，还是《真诰》中呈现的茅山信仰舞台，
或是《善慧大士录》记录的乌伤县稽亭村激烈的宗教实践，那些生活在六朝社会秩序中的个人或群
体，他们的喜和悲，尊严和挫折，都呈现为一幕幕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场景，仿佛鲜活于目前。

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之中。秩序和观念塑造着每个人的行动，这些行动又
通过不断延展的关系互动网络，支持和延续着原来的秩序和观念，成为一个不断相互再生产的过程。
内在的演化、断裂，或者外来的冲击，会让这个再生产过程产生变异甚至震荡，或者表现为复杂化，或
者表现为简单化；具体的形态，则依存于彼时人与事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几乎所有的这些过程，原本
都呈现为一幕幕鲜活的场景，有的场景是日常性的，重复而沉闷，有些是突发性的，更具有冲突性和
戏剧感。从史料中爬梳发掘这些场景，描绘和构建有意义的历史画面，分析背后蕴含的结构和情
境———比如权力秩序、信仰形态、文化模式，以及形成这种结构和情境的关系互动网络，从而更好地
理解生活于其中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命状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研究路径。

极端一点说，人的几乎所有行为，包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之类，都是秩序和观念塑造
的文化现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往昔发生过的几乎所有历史场景也都隐含着深层次的意义，而不
仅仅是关键性或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普通人和他们经历的日常性的琐碎，也都可以成为理解历史的
重要入口。

不过，往昔场景虽然无穷，史料却是有限。一般而言，研究的历史时段愈早，可供利用的史料愈
少。像《蒙塔尤》那样细节充盈的村落史料，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实在是可羡而不可得。由
于史料残缺的限制，某个历史场景能否有足够的细节支撑，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的对象（对于现代学术
体制下的研究者而言，更直接、更功利的指向，是能否写成具有一定篇幅的论著），是魏晋南北朝史研
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要反复咀嚼那些人所熟知的史料，一方面也要千方百
计地发掘和利用新史料，或者那些原本不那么受人重视的“边缘性”旧史料。这两条路径同等重要。
不同研究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或喜新，或爱旧。但新旧不过相对而言，对于传世文献有限、出土
资料总量亦不乐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而言，往昔保存下来的痕迹本已不多，一切弥足珍贵，皆是理解
过去的媒介，无须厚此薄彼。难点主要在于处理有限的残缺史料的能力，这需要敏锐的感觉、细腻的
分析和论证技巧，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侦探破案，推理需要“细密”①，构想要有“巧思”②，还要
有恰当的分寸感。处理这些限制的能力之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水准，也成为魏晋南北
朝史研究的“技术”特点之一。

在有限的残缺史料中发现和构建往昔画面，让人想到电影导演通过镜头讲述故事。电影镜头之
前，最基本的元素是一幕幕事先设计好的场景，通过演绎、拍摄和剪辑、拼合，最终呈现为连缀画面而
成的叙事。而好的导演，也往往会在叙事之中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性认
识，特别是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这种思考方式，与历史学者颇为类似。只是相比起来，
历史学者无法自己主动设计场景，同时也受制于残缺不全的史料，只能“带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诗

４７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①

②

“细密”，是胡宝国先生总结田余庆先生的学术特点之一，他说：“魏晋南北朝保存下来的史料少，要实现这样的追求，便不得
不细密，不得不努力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很辛苦的工作。”（《以学术研究为宗教》，《东方早报·上海书评》２０１５年１
月１１日）

这是田余庆先生在《缅怀唐长孺先生》（《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中特别提到的一点。他特别提到的是唐先生《晋书
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一文，说“这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的问题，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感”。田先生对“巧思”

特别强调，在这段缅怀文字中，他还又举出了傅斯年《周东封与殷移民》以及陈寅恪当选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时英方举出的三篇代表
作（《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作为例子，并说“这样的具有巧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这
其实也是田先生自己的追求。胡宝国先生在评论《东晋门阀政治》时就说：“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
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读〈东晋门阀政治〉》，《虚实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页）我想，在上古史、中
古史领域更强调“巧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解读有限的残缺史料，更需要推理技巧和想象力。



的格律》），从仅存的只言片语甚或考古遗存中发现场景，描绘画面，构建过去。虽然无法像电影导演
一样自由驰骋想象力，但仍然也是希望将自己觉得感动而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在
文字的画面中了解往事，体验历史美感，反思过去的权力秩序和文化传统。

举一个《北齐书》中的场景为例。东魏武定四年（５４６），高欢率大军围攻玉璧城数月不下，最终因
病回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
涕。”①男儿和歌，英雄涕泪，无疑是一幕让人感动的场景。而如果暂且从这种豪壮哀感的情绪中离
开，从历史学的理性角度观察，这幕场景其实包含着很多理解当时历史的线索。一个最基本的提问
就是：为何在高欢去世之前，会出现这样一幕场景？当然可以说，这只是高欢本人的偶然行为。可是
如果联系到东魏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秩序，就会发现这个场景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情境。

高欢特意要接见的“诸贵”，简单地说，是围绕在他身边以血缘、地缘等要素联结起来的勋贵集
团。他们主要来自来自六镇边境，很多都是鲜卑军人或敕勒酋长，掌握着高欢集团的主要军事力量。
“诸贵”和高欢有着相似的早年社会化过程，熟悉的是游牧、农耕混合地带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
他们来说，鲜卑语和敕勒语代表着草原，也代表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北齐书·高昂传》曾说：
“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②高欢去
世前的哀感场景，强调的文化符号是敕勒歌，高欢亲自和之，用的自然也是鲜卑语或敕勒语。这固然
是暮年伤感，一时情绪，怀念当年六镇边境的生活，但同时也是在传达着文化认同的信号。换言之，
这个场景看起来是像是随意的行为，其实蕴含着政治习惯、权力关系、草原语言与文化认同等多种历
史要素。这些在现在的学术分科中分属于政治史、民族史、语言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但当时则是汇
聚在这幕感人的场景之中，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瞬间。

如何通过这个“画面”观察和分析当时的历史？或许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需要分析高欢接
见的“诸贵”，具体包括了哪些人？在东魏政治集团中，这些人究竟具有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又如
何在当时的制度体系和政治习惯中运作？其次，“诸贵”们主要是鲜卑（或者鲜卑化的）人，通用语言
也是鲜卑语，但出场的为何是敕勒歌，而不是鲜卑歌？鲜卑和敕勒两种人群及其文化认同，在北境社
会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第一个层面的讨论，以往基本属于政治史范畴，方法则是人所熟知的集团分析。东魏最核心的
“诸贵”群体，主要来自怀朔镇，如果化用谷川道雄先生一篇论文的题目（《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或可
概括为“怀朔镇军阀的形成”。至于这些勋贵群体内部的关系建构和权力分配，却又不仅仅是传统政
治史，还涉及到民族史问题。草原边境的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习惯，是否会影响到这一集团的组织
方式？这种内亚视角的提问，也很值得注意。第二个层面，以往基本属于民族语言学和俗文学史的
讨论范畴，主要关注和分析的材料，则是《乐府诗集》卷八六收录的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实际上这
一层面的学术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只是因为涉及材料极少的北族语言和文化，研究难度很大。

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这幕场景背后的结构和情境，但以往很少结合起来讨论。这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视作现代学术分科之弊。在此多说一句，学术分科，或者更具体一点儿说，历史学内部各门类
的区分，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等，一方面强化了某种更为专业性的视角，使得
相关研究更加专门深入；一方面也往往带来相当程度上的自我封闭，遮蔽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视野。
“我是做政治史的”“他是做宗教史的”———在类似的边界设定下，研究者会习惯于仅仅是在边界以
内分析问题。而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多元而复杂，往往同时呈现多种“专门史”的内容，很难画牢
自限。

理解了这些，再来看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有了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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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２３页。
《北齐书》卷二一《高昂传》，第２９５页。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如果只是一首草原上的普通民歌，是很难有机会被转译、收入华夏书写系统的，——— 一定需要某种
契机。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敕勒歌》的契机很可能就是六镇之乱后边境人群的内迁，以及由
此带来的政治和文化混融过程。《北齐书》中的场景就发生在这种情境下。《乐府诗集》卷八六引《乐
府广题》，特别提到了这个场景，并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①。《敕勒歌》来自
草原边境，但在这个场景中，歌者斛律金、听众高欢和“诸贵”，却都是已经离开了草原边境的人。《敕
勒歌》的唱和，作为一种仪式和文化再现，唤起的一方面是他们对草原边境生活方式的怀念和认同，

另一方面则是内迁“鲜卑车马客”在文化的异乡所产生的漂泊沧桑之感。而在六镇边境，鲜卑或鲜卑
化的镇民，敕勒酋长和部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后者“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②，更
具有草原特征，《敕勒歌》或许因此成为代表性文化符号。

这样承载着丰富文化意蕴的场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在上演。这些是历史中最令人感
动的音符。对于我自己而言，最希望去做的，就是试图捕捉住这一幕幕的场景性瞬间，透过画面理解
他们在结构和情境中的生命感。他们如果是普通人，那就践行“眼光向下的革命”；更有可能是大人
物，那么就“重回帝王将相”。近年来的史学潮流，强调要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但研究普通人的历
史未必一定先进，研究帝王将相也未必意味着落伍和陈旧，刻意区分二者，不过是一个现代性的产
物。而且由于史料遗存的不均衡，也使得往昔最精彩的“日常”往往集中于社会上层，普通人的历史
很少被记入文献，不易寻觅。实际上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所经历的场景是否能够触动我们的
心弦，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历史瞬间，而相关的细节史料又是否能够支撑起分析和论证，只
有如此才可能真切刻画历史中的生命与尊严。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最根本的是如何理解生活在往昔
历史中的人们，以及他们在喜怒悲欢中创造的历史过程。任何口号性的学术潮流和方法，不过都是
方便一阐提人成佛的易行法门，研究者对此需要抱有足够的警惕。

文章开始提到，中国中古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和分析话语传承有序，蔚然
可观。对于后学者来说，这一点既是幸事，又是烦恼。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之一，是草创期的问题意
识和概念，往往会在理论意义上被继承和经典化，本来的意义在学术演化中逐渐被遗忘，有时候甚至
会更进一步，彻底演化为概念游戏，在职业生存和刻意求新的口号驱动下，无意识地生产着可能连研
究者自己也觉得模式化、琐碎而平庸的专业论著。当下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学
术困境，以我的粗疏，当然不敢妄下判断。仅就个人的研究体会来说，尽可能破除刻板印象和模式化
的分析话语，走向原本多元、生动的历史场景，在总体的文化关照下刻画、呈现和分析场景背后所承
载的秩序和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思考未来，也许是值得留意的一个方向。

中古史研究只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隅。侯旭东先生在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提到：“走
出西方生产／中国消费、社会科学生产／史学消费的格局，仅凭愿望无法实现，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深
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对于中国历史学面临的迫切问题，即如何走出模仿西方，走出理
论生发能力的贫乏状态，他给出的建议是“脚踏实地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具体
而言，则是“反思既有的提问方式与使用的概念，真切地立足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经历，发现内在于过
往生活实际的问题，归纳现象，提炼概念，构筑解释，在与古人、今人的反复对话中构建史学认识”③。

笔者在近年的学术实践中也常有此感触，汉语学术的自立和现代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生长，需要踏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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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六《杂歌谣辞四·敕勒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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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第３１０页。



实实地回归对往昔人群和社会的理解和观察，从中构建新识。时间如流水永在流逝，社会情势和文
化语境不断变化，生长经历于其中的历史研究者，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关怀之点；立足今日，
观察历史，提问方式和意旨亦当随之而变化。唯其如此，学术方能不断焕发新意。

搁置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

孙正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单看表面景象，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无疑是一个繁荣甚至可以说是大爆发的时期。翻看
《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年度回顾，每年数以千计的论文发表，多达数百部的论著刊出，包括讲座、会
议、研学、考察乃至夏令营在内的各类学术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不见间歇。不过，这幕由数
字搭建的繁荣，其实质又如何呢？李华瑞曾统计近五十年的宋史研究状况，指出在多达１．５万篇的
研究论著中，有１／３ １／２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①；李伯重也坦陈国内学术著作中大多数作品
是平庸之作②。葛兆光不止一次说到，当下９０％的书可出可不出，学术杂志上９０％的文章可看可不
看。几位先生没有专门论及中古史研究，但后者大约不能例外，每年数以百计的研究成果中不少也
是“卑之无甚高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象？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研究属低水
平简单重复，缺乏开拓创新，借用仇鹿鸣批评当前士族研究时所说，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学
术“内卷化”倾向③。

走出学术内卷化，需要突破的自然有许多，首当其冲的毋宁说是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自２０世
纪初现代历史学在中国建立以来，中古史研究也与时俱进，获得长足进展，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建立
了不少超越微观研究、把握中古历史演变的理解图式，这也是中古史研究被认为水准较高的原因之
一。这些历史理解图式，既包括在历史分期大讨论背景下衍生和成熟的对中古史的宏观认识，如内
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发扬光大的中古贵族制论，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主张的魏晋封建论；也包
括围绕中古特定历史问题展开的中层理论概括，譬如中古政治文化的汉化、胡化说，陈寅恪提出的隋
唐制度三渊源说、北周隋唐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说，唐长孺首倡的南朝化理论，田余庆、阎步克
主张的北朝主流论或北朝出口论等；此外还包括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譬如集团分析法，不论是依
据地域、文化形成的集团，还是凭借种族、阶级形成的集团，都被视为理解复杂政治的“钥匙”，用以阐
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这些经典图式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抽绎、提炼而来，
化繁为简，极大地便利了后世学人认识这段历史。

不过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积累，这些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却意外地正成为新研
究的“绊脚石”。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这些经典图式有多少“原罪”，更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些学
者对于它们的率尔甚至过度使用，一些具体问题被太过轻易地与经典图式关联，进而在后者的框架
下进行解释。譬如中古贵族制或士族理论，虽然不无争议，甚至在日本学界曾引发长时间论战，但不
得不说迄今仍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古史研究中影响巨大。于是一些学者面对具体问题时，不论其事实
上是否与贵族制或士族理论相关，便不假思索地将二者进行关联。论及皇权低落，便是贵族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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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在教育部社政司与杭州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学风建设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０４年６月），转引自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
标准》，《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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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侵占，便是贵族经济；论及重文轻武，便是贵族文化；论及宫廷辞赋，便是贵族文学，———仿佛
彼时一切问题都与贵族制密不可分，都是作为政治形态的贵族制的外在表现。而由此衍生的唐宋变
革论，同样也被视为理解唐宋历史变迁的关键，其使用之广，学界甚至有“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
往里装”的戏言。又集团分析法，自陈寅恪首倡这一研究“利器”后，迄今仍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大行
其道①。一些学者在处理中古政治问题时，也习惯于依据地域、文化、种族、阶级等划分集团，进而通
过集团斗争、权力升降来把握政局演进或政治文化的嬗变。汉化、胡化说亦是如此，一旦涉及族群问
题，它们常常是首先被联想起的标签，轻易被安插在各个与族群相关的具体问题上。在这些研究中，
经典图式不仅构成不证自明的前提，还常常被视为“万能钥匙”，用来开启中古时期或大或小的各类
问题之锁。这样的研究不仅有以论代史的嫌疑，更糟糕的是，原本具有启发意义的经典图式事实上
正变成一种束缚，钳制了学者的发散思维，阻止学者从其他可能的视角去思考中古历史。其结果便
是，在这些经典图式基础上成立的新研究，绝大多数只是印证经典图式早已揭示的结论，并不能提供
多少新知。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说，学者习惯于将新问题与耳熟能详的经典图式进行关联并不意外。现代认
知心理学认为，知觉是个体对感觉信息的组织和解释，亦即获得感觉信息的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相
应地被看作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依赖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因此，知觉是由感觉察
觉的现实刺激和已贮存的知识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过去的知识经验参与知觉的方式，在持知觉
的假设考验说的学者看来，主要是以假设、期望或图式的形式在知觉中起作用，即人在知觉时，接受
感觉输入，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当前刺激是什么的假设，或者激活一定的知识单元而形成
对某种客体的期望②。在此过程中，过去的知识经验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知
识，势必既受个人先天倾向同时也受个人原先所获知识的影响，即受到个体知识结构的限制③。概言
之，即所知引导所见。明乎此，学者习惯于将新问题与耳熟能详的经典图式进行关联也就不难理解
了。不过，所知引导所见虽然容易发生，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思维惰性，如果能够克服这种思维惰性，
或许别有洞天。对于唐代中后期的唐廷与藩镇、宦官与朝臣之争，如果只是简单采取集团分析的方
式，呈现的或只是权力争夺、暴力对抗，而诸如制度化的皇帝权威与合法性的历史意义、唐廷与藩镇
的合作与共谋等诸多丰富真实的历史面相则被遮掩④；同样对于汉末以至魏晋的政局演进，如果遵循
集团分析法，看到的极有可能只是不同出身、地域或文化的政治集团间的权力博弈和地位升降，历史
现场更为复杂多歧的政治生态则不免受到忽视⑤。

贵族制或士族理论亦是如此。一些看似与其相关的具体历史问题，事实上可能存在另外的解释方
向，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很好的示范。譬如对于九品中正制，一般认为这是贵族制的重要支撑，是
保障贵族权力的制度基础⑥，唐长孺却敏锐地意识到，尽管九品中正制后来服务于门阀士族，但在制
度建立伊始，却是以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为初衷的⑦。又如依据统计，截至李唐灭亡或黄巢之乱前，士
族出身者仍是官僚阶层的主要构成，在进士科第中亦占据优势，故不少学者认为直至晚唐，仍属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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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团分析法的影响及反思，参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
究》第２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９ ２２０页。

王甦、汪圣安：《认知心理学》（重排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０、２５页。

梁建宁：《当代认知心理学》（修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１页。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中古史，在其他断代史
中，也可看到超越集团分析法的努力。参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即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８１ １２１页。



士族社会①。不过按照陈寅恪和蒲立本（Ｅｄｗｉｎ　Ｇ．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的意见，这些士族出身的官僚乃是凭
借进士文词而非门第跻身统治阶层，这与士族社会内门第决定仕途显有不同②；陆扬则意识到唐后期
政治文化精英中酝酿出了另一种无关门第的文化认同———清流文化，并延续至五代及宋初，这一矛
头对准唐宋变革论的认识，无疑也是对晚唐贵族社会说的消解③。此外，被视为中古贵族制论证据的
诸多事实，田余庆通过对东晋政治史的缜密分析，确认所谓门阀政治实际仅存在于东晋一朝④。

笔者自己的研究中也曾触及类似问题。譬如东晋南朝有东西省，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固定行政职
事的散官，多由官贵子弟起家出任，至陈朝时还形成明文规定。这样一种官制形式，很自然会被认为
是贵族制的体现，毕竟与之类似、保障官贵子弟仕途的九品中正制就被视为贵族制的重要支撑之一。
不过，如果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荫子之制在中古以前的汉代业已出现，宋代以降也仍存在，甚至
在被认为是君主高度集权的辽金元清等非华夏族群主导的政权，类似制度也依然不绝。明乎此，对
于东西省与贵族制的关联，或许就有不一样的理解了。事实上，东西省密迩殿省，与皇帝存在超越官
僚制的私人性亲近关系，故东西省不仅不是贵族制的支撑，相反却具有维系、伸张皇权的潜在机能。
轻易将其与贵族制关联，即便成立，对于理解中古政治社会也无甚裨益，而彼时政治社会的其他一些
面相却因此或被遮掩⑤。

又六朝皇帝效仿、学习士大夫，乘坐牛车，着白纱帽与进贤冠。考虑到贵族制论下贵族的强大影
响力，因此这也很容易被理解为贵族制的产物。不过仔细追究，会发现皇帝乘坐牛车及着白纱帽、进
贤冠，均出自皇帝自主选择，并未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制。这就犹如唐代皇帝喜着幞头，爱好骑马，同
样与权力因素无关。类似的表现在其他历史时期也存在，譬如清朝雍正、乾隆二帝喜欢将自己装扮
成文士的形象⑥；南薰殿藏宋代皇帝画像所见宋代皇帝也未穿着彰显帝王威严的冕冠、通天冠，而是
选择了与一般官僚没有什么差别的展脚幞头。要之，皇帝的舆服风尚大多只是个人喜好所致，与政
治权力、社会形态无关，强行将之置于某个社会结构下予以解释，结果只能南辕北辙，适得其反⑦。

所谓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均是在经历长时间的研究积淀、大浪淘沙之后被后世学人认可、接受
并被奉为经典的，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而经典图式处理的都是中等层次以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
涵括性，其能辐射多数问题也不难理解。不过，经典图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不是所有具体问题都能在
经典图式中找到合适位置。一味套用经典图式，只会束缚自己的思维，引导思考向经典图式靠拢，阻
止自己从其他可能的视角观察问题，其结果只能导致研究无论证成还是证否经典图式，都只是在经
典图式内打转，跳不出经典图式的“五指山”。事实上，如果深陷经典图式，一些问题甚至无法被发
现，更遑论解决⑧。在此状况下，试图提出新知，无异于天方夜谭。

进言之，经典图式不是历史事实，具有唯一性；也不是定律或真理，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经
典图式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思考之下产生的一种历史理解方式，其既会受到学人认知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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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研究如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１ ３５２页；毛汉光：《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成分》《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３ ５３、３３４ ３６４页等。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２５９ ２９４页；蒲
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丁俊译，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８０页。

陆扬：《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２１３ ２６３页。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孙正军：《东晋南朝的东西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５ １４４页。

巫鸿：《清帝的假面舞会：雍正和乾隆的“变装肖像”》，梅玫译，《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５７ ３７９页。

孙正军：《制造士人皇帝———牛车、白纱帽与进贤冠》，《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４
２８７页；修订后收入《切偲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论文集》第１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２６ １５５页。

胡宝国提到田余庆在对门阀政治的研究中关注流民问题、皇权作用，即有赖突破前人研究思路的限制，见胡宝国：《读〈东晋
门阀政治〉》，《虚实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限制，也会受到时代状况的影响———贵族制论、魏晋封建论自不必说，陈寅恪提出关陇集团说、关中
本位政策，以及解释安史之乱及乱后河北割据所指称的“河北的胡化”，学者也疑心与其所处时代不
无关系①。而随着研究积累和时代变化，经典图式需要重新检讨是必然的。事实上，对于一些或被奉
为常识的经典图式，学者已有不少反思。集团分析法已如前说②；对于所谓北人南迁与六朝江南开发
及民族大迁徙等问题，罗新发起质疑③；围绕汉武帝晚年政策更辙和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源自西晋
司马越与王衍之联合的论断，辛德勇和侯旭东提出挑战④；又唐后期墓葬缩小、随葬品简陋，一般将其
归结于中晚唐政局动荡、经济衰落，齐东方则认为其实乃是丧葬中丧、祭地位提升的结果⑤；近百年俨
然成为通论的隋唐佛教宗派模式叙述，近年来学者的冲击更是前赴后继⑥；此外对于将魏晋时期碑禁
与薄葬相关联的习见认识，最近徐冲也尝试提出新解⑦。诸如此类还有许多，兹不赘举。尽管上述反
思未必都能推翻经典图式，但这样的努力无疑值得鼓励⑧。这也提示我们，经典图式不是无远弗届的
宇宙真理，并非任何具体问题都能在其羽翼庇护之下获得合理解释。面对既是宝贵遗产又可能构成
思维束缚的经典图式，学者不妨做做抵抗者和反叛者，多一些批判，多一些怀疑，保持警惕，保持距
离⑨，唯其如此，才能克服思维惰性，摆脱对经典图式的路径依赖，引导自己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追问，
从而摆脱平庸，走出内卷，在积累已丰的中古史研究中挖掘新知。

读过《倚天屠龙记》的人大约都记得，张三丰在大敌当前之际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招式，众人苦恼
于张无忌无法记住，张三丰则说招式忘得越多越好，全忘了也就练成了。历史研究，固然不能也不必
完全舍弃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但至少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妨先把经典图式搁置一边，寻求在问题
自身的理路内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既有知识的限制，一点一点地获得关于具体问题
的新知；在此基础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重绘中古史的愿景或可实现。

重绘何为：反观于自身的学术史

仇鹿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近代以降，随着公元纪年的引入，每逢整数年瞻前顾后、盘点学术渐成一项新的传统，近两年欣
逢多个重要的整数年份，普天同庆之余，也给学人提供了反躬自省的机会。“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
设问陈义甚高，暗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雄心。只是当下研究者多仅在某一专门领域中有所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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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孟彦弘：《木屑下的河流———谈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１日。

除前引仇鹿鸣文外，侯旭东也曾质疑其有效性。参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社会科学战
线》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走出民族主义史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９
年，第８ ９、７５ ７８页。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侯旭东：《告别线性历史观》，《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
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代序”第２ ５页。

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制制度》，《考古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较近讨论参孙英刚：《夸大的历史图景：宗派模式（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与西方隋唐佛教史书写》，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
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６１ ３７３页。

徐冲：《“碑禁”与魏晋时代的石碑文化》，“‘文’与‘物’的生成：多学科视野下的文本制作”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首都师范大
学，２０１９年５月。

关于挑战经典图式的困难，美国学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曾有形象描述，参沈卫荣：《说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寻
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０页。

罗新：《历史学家的美德》《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第１ ５、７ １１页。



甚至对同一断代的其他研究，能扮演亦不过是非专业的“专业”读者之角色。因此，若要做到高屋建
瓴、鸟瞰全局，实强人所难，仅谈自己熟悉的领域，即使能避免王婆卖瓜，亦恐难逃“只见树木”。

既然谈及“重绘”，我想首先需要理解已有的面貌是什么。或因晚清民国的学者与学术隐微接引
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史”，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蔚成显学；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规范的日趋
严密，研究综述已成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必备要件，遭逢整数年也会发表不少以清理某一断代或专
题的学术史为目标的论著。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对晚清民国以降学术传统的流变还是某一具体研
究的得失，我们都已有相当明晰的了解。但这两类讨论，前者是取法于上，或隐或显地以“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为旨归，后者则多属知识性的清理，工具性较强，似仍较少谈及“得乎其中”的一面，
即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学者本身从属的断代、专业及研究门类的形成与演变。

时间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但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则是近代史学的产物。笔谈以中古为断
限，不过“中古”一词本身便语义暧昧，这一研究时段正式的名称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稍显繁冗。
中古本是学界的俗称，近年随着各种以“中古”为名的研究集刊大量出版，变得有约定俗成的意味，但
翻检任一以“中古”为题的刊物，刊载论文多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大都无明确限断①。事实上，对于多
数学人而言，使用“中古”一词本身只是为了行用之便，背后并没有明确的“时代分期”指向，但我们不
得不承认，“中古史”能将传统史学中代表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与象征盛世的唐代划为同一个研究单
元，本身便是时代分期论的产物。“中古”绝不是指自然时间上的“中间”，而是在各种进步主义史观
指引下，所勾勒的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形态演变的中间环节②。

同样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尽管在研究时段上是古代居前、近代在后，但学科边界的形塑过程或许
是相反的。只有明确地划分出何者为“近代”，我们才能将“近代”以前的历史归入“古代”的范畴。不
仅如此，由于既往对“近代”的认知多建立在线性进步史观的前提上，因此“近代”往往成为古代史研
究中一个隐而不彰的“目的地”。无论是关于社会形态或时代分期的论争，还是近年仍多有学者引述
或批驳的“唐宋变革论”等，不管外在形式如何，大抵很难逃脱从“近代”逆推“古代”，并比较不同朝代
“先进”要素的多寡来确定分期的思维模式，而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生与流行，无疑与近代史学学科形
成中接受的各种进步主义观念有关。因此，尽管宏大的理论争鸣已经退潮，所留下来的遗产，从每一
位研究者进入专业领域时便开始产生日用而不知的影响。

如果说近代史学的功绩是打破了传统以“循环与停滞”为标签的王朝史，建构起线性而进步的演
变线索，随着对“普遍规律”“世界史基本法则”的质疑与批判，晚近成长起来的学人对历史发展线索
的关怀早已被精致的专门研究所取代，时代分期论争沦为在通史或断代史讲授时才会被偶尔提及的
“天宝旧事”。在此背景下，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回避理论思考与历史解释，这或是很多人批
评研究“碎片化”的成因之一；其二则是将具体的研究置于习用的理论框架中，同时有意无意地轻忽
了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宏观假说之间需要填补的空隙，如中文世界“唐宋变革论”的流行便是一例。需
要指出的是，这一类流行的解释框架，虽多脱胎于既往的论争，又被有意无意地剥离了时代分期的色

１８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笔谈）

①

②

目前所见唯一对“中古”有明确限断的是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编《中国中古史研究》，其发刊词云本刊所断上自秦汉统一，下迄唐
宋变革期的元丰改革。事实上“中古”一词由学界的俗称至登堂入室，成为学术会议、刊物及论著中习见的名称，大约近十余年来才蔚成风
潮，较早无论是机构还是刊物论著，如武汉大学三到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研究》等，皆习惯以更明确的时间或朝代冠
名。学者虽不乏对“中古”一词的源流加以梳理者，如孙英刚《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Ｍｅｄｉｅｖａｌ”为例》（《人文杂志》２０１０年
第２期，第１４７ １５７页），谢伟杰《何谓“中古”？———“中古”一词及其指涉时段在中国史学中的模塑》（《中国中古史集刊》第２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３ １９页），但这种知识性清理的价值在于溯源，并不能纾解学者日常对中古一词“用而不释”的尴尬。

对分期的关注，并不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而是近代史学的共同特征，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原名《中国
历史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学者最早撰述的通史，公认的创新便是改以上古、中古、近古划分中国历史。



彩①，如近来学人多有欲区分唐宋间“变化”与“变革”者②。事实上，若仅谈“变化”与“变革”之别，涉
及研究者的主观判断，难免陷入言人人殊的困局。在早年时代分期论争的语境中，“变革”指代的是
唐宋间社会形态的巨变，若承认历史有分期，变革无疑是题中之义，反之，唐宋变革论便成了无源之
水，因为“变化”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时无处不在。这种从既往统摄性框架中截取一二“中层理论”
加以发挥的现象，反映出当下研究者面临的困窘，一方面我们已经抛弃了宏大的时代分期叙事，同时
也无力（或者说回避）构拟出新的历史演进线索，或尝试论证某一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另一
方面又不甘心退回传统的王朝史。同时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当下，客观上存在将自己的实证研究置
于某一理论关照之下的需求，———“理论饥渴”也是四十年来史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③。理论上的进
退维谷与具体研究的深入热闹相偕行，使得近年来中古史研究呈现出的总体面貌是在一座旧的大厦
上不断进行局部的翻新与装修，当然这种现象未必为中古史所独有。

如果说时代分期论构拟了超越王朝之上的发展线索与研究单元，近代史学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
形塑了专门史。除了文史分途这类新旧转换外，对学者约束更大的可能是史学内部的分科，即我们
日常学习与研究中从属的门类，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等。有些研究类别或可说古已有
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些旧的门类，古今学者在研究范畴、方法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亦存在着根本不
同④。有些门类，如近来广受瞩目的性别史、日常生活史、海洋史等，则属现代人从自身社会的问题与
经验出发，对过去加以追问的产物。近代以降，随着理论与潮流的变化，专史的类目一直在不断地增
加，同时也间接塑造着不同“专史”间的先后及升降。

以在大陆中古史领域中最强韧的研究传统制度史为例，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近代以来的几个变
化。其一，研究范畴的伸缩。陈寅恪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涵括礼制、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
六个方面，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取资的范围与之类似，而目前作为专门史的制度史一般多指政治制度，
以官制为主，其他部分则多被其他专门史所吸收⑤。若做进一步细究，陈寅恪所论的制度，虽然囊括甚
广，所涉并不出传统史学典章制度的范围，以有明文记载的制度为限，而近来学者提出“活的制度
史”，注意发掘制度运行中的默契、惯例等非条文的部分，也有溢出陈寅恪之处⑥。其次，学术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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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类似的例子如学者多喜谈唐长孺“南朝化”之说，而较少提及“魏晋封建论”，事实上“南朝化”是作为解说“魏晋封建论”的一
环而提出，参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综论”第４８４ ５０１页。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一文曾对学界混淆“变革”与“转变”、“唐宋变革”与“唐宋变革期”等概念提出批评（柳立言：《宋代
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 ４２页）。包括近来多有学者谈两宋变革、宋元变革等话题者，这些众说纷纭意
见的产生，或与抛弃分期谈变革有关。

并不是说近年来的中古史研究是“去理论化”的，而是思考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是破除既往宏大叙事，强调不是什么，但多
少有意回避正面论说是什么，其二则是从西方的社会科学中接引理论资源，与本土的经验相结合，建构中层理论或寻找新的研究门
类与视角。

侯旭东最近梳理了制度这一概念近代以来的变化（侯旭东：《“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除此之外，从传统的“食货”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可能经历了更大的转变，由于分科的关系，分置于经济学下“经济史”与历
史学的“经济史”，也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

传统学术中的某一旧门类如果不能被某一专门史吸纳，则面临着萎缩的危险，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首篇为礼制，但新
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对应的学科，很长时间内研究几近停滞。

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其中关节却涉及何谓“制度”，传统典章制度指的是成文法条，而受新制度主义影
响，近年学者倾向把日常生活起到规范作用的非成文规定也纳入制度的范畴。对制度概念的不同界定，也会引发学者对制度的运作
是否有效的分歧，如张静与孙立平在研究农村基层社会时产生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便与此有关，参读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
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３９ ２８５页；陈氚：《制度概念的歧义与后果》，《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９１ ９７页。类似
的情况也发生在民族史领域。“民族”这一概念的传播与定型本身就是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与政治因素纠葛在一起，民国学者所谈的
民族多有重心落在“种族”者，建国后则接受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基本特征的论述，近来学者又多借用“族群”这一概念。可以说在
同一专门史领域中，早期研究者重视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现代学者更强调基于政治或文化认同的“群”，对“民族”内涵的不同认识，

也造就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的转变。简要的梳理参读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 １４页。



建构与各“专史”间地位的升降。钱穆《师友杂忆》中曾提及一则轶事，他１９３０年代想在北京大学讲授
“中国政治制度史”，因属“旧史学”，遭主事者反对而未果①。在近代新史学的浪潮中，作为帝王将相历
史的一部分，传统“十通”之类的学问遭到排挤自不足为奇，然而制度史又如何从被摒弃的“旧史学”，重
新成为金字塔尖的学问，这一学科内部演化脉络不但仍欠梳理，而且与近代以来很多被目为“传统”的东
西一样，未必久远且时常变易。其三，学科条块划分的影响。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因院系及学科的
重新规划与调整，显得尤为明显，学者日常参与学术活动中对此不难有切身的观察。如果某一专门史
因建制的关系，被分置于不同的学科中，出身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即使探讨类似的问题，研究的角度、诠
释的模式乃至对材料的认识运用等方面都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如法律尽管也属于广义的制度范畴，但
新中国成立后主体被纳入法学学科名下，既往法律系出身治法史者多喜欢将唐律与罗马法相比较，近
来则多论及中国古代民法之有无，史学出身者则少有这种关怀。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无疑与学者身
处的学科及在学科内部建构研究的合法性有关。这种“和而不同”甚至“不和不同”的情况，同样出现在
宗教史、经济史等领域中②。

如果说断代史与专门史在外围筑起了边界，一旦进入学科内部，则普遍面临着“创新”的焦虑。
我们虽然抛弃了线性的进步主义史观，转而却用“理论进步主义”填补其中。无可否认，１９８０年代以
来中国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从西方引入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一方面经过四十年来知识的
累积，可以说已基本弥补了与西方史学的“代差”，国际学界流行的方法与议题，很快都有学者在中国
史领域中予以引介尝试；另一方面，理论的不断翻新似乎并没有缓解中国史学“理论饥渴”的病症。
新史料与新方法作为学界最常标举的两个旗号，前者根植于史学内部，后者往往假借自社会科学，外
生的理论工具与史学研究之间的张力，一直挥之不去。同时我们或稍可反思对“理论进步主义”的崇
拜，近代以来位居中国史学潮流中心的无疑是“新”，在各种论述中大体上都或隐或现地认为“新”约
等同于“好”。时至今日，新史料与新方法依旧是最常见的会议主题，带有“新”这一帽子的刊物、论著
更不计其数。除了新之外，学界似乎很少认真地探讨过，何谓好的史学研究。或许大家都能公认，任
一史学论著若能兼备以下两项长处，便足以堪称优秀：一是通过对新史料的发掘或旧史料的重新解
读，廓清既往晦暗不明的史实；二是借助视角与方法的转换，对某一历史事实作出了新的诠释。不过
兼备两者之长的研究终是少数，假设仅能偏向一隅，我们是应该提倡史料取向的工作，还是更强调方
法论的更新，每个学者恐怕都有不同的认知，其实也反映了自身的研究偏好。不管如何，这或许是一
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日后学术研究的进步恐怕并非单靠“新”便能驱动。

本文有意回避了对具体研究得失的评判，只是希望提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研究的时间单元
与学科并非自然的产物，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往往被奉为天经地义，隐而不彰地宰制着研究者知识
与行为的边界。事实上，较之于在高处作为思想的学术史与作为知识的研究史，学者自身从属的学
科及学术传统的形成、变易，乃至重新发现或接续，无论是主观选择还是被动纳入，某种程度上而言
对研究者个体有更深刻而隐微的影响，这也是学界内部“代际差异”的成因之一。任何人都不能真正
自外于潮流，而是自知或不自知地被缠绕其中。若我们对身处的潮流有所思考，知其源、观其澜、察
其不足，或许能成为走向真正意义上“重绘”的第一步。

３８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笔谈）

①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９ １７０页。

宗教史是近年来中古史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刘屹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及宗教史研究中史料运用与学术规范的问题，在规
范问题表象背后，实质或是不同学科对于何为“规范”认知的差异。这种学科间的“视差”从陈寅恪为冯友兰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审
查报告中便可窥见端倪，只是后来的学科分割更固化了这种分途。同样，与礼制史的情况类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巨大影响的
民间信仰，由于不是制度性的宗教，很长时间内在宗教学中地位尴尬。



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分类与边界

永田拓治
（日本阪南大学准教授）

序言：分类与界线

当人们思考某种事物的时候，作为思考的线索，首先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以各种各样的基准
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对此，乔治·佩雷克（Ｇｅｏｒｇｅｓ　Ｐｅｒｅｃ）曾说：“是在分类之前思考？还是在思考之
前分类？我们所思考的是应该如何分类？打算分类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①分类就是将没有归类的
事物进行划分的工作。那么，原本没有被归类的事物应该如何分类呢？

例如，在图书的四部分类中有“史”部，这个分类被认为诞生于魏晋时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
么是在汉代所没有的“史”的意识在魏晋时期诞生出来，并产生了史部吗？抑或是在“史”部分类发生
后孕育出了“史”的意识？这个疑问很有可能引发如果没有“史”书就不会存在“史”部；或者如果不存
在“史”部，就不会有“史”书等争论。

另一方面，一旦进行分类，就会产生界线，此乃理所当然之事。只是这种界线并不是任何人眼中
都十分清晰明确的线。由于是在前人未涉的领域中进行划线分割，其界线往往不是明确的线，而是
模糊的区域。而且对这种模糊的分界区域的理解有时也会因人而异。尽管如此，当涉及“界线”一词
时，人们往往会认为“界线”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之间有可能发生偏离。因为
在分类之前，在该区域并不存在界线。

界线通过分类而被明确化。在分类之前，被区分的双方在无意识中被认为属于同类。也就是
说，分类原本是一种在没有明确界线的地方做划线的工作，这条线与其说是明确区分两者的一条分
割线，倒不如认为它是连接两者而且包含可变动范围的一个区域。因此，本文使用“界线区域（境界
领域）”这个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上所述，界线有时包含一定的可变动范围。

加上，本文中使用的“界线”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含义。例如，相邻两个王朝的边境，狭义上指对立
的政权之间的边界地带。虽然到了形势紧张的时期，这里将成为两国政权对峙的攻防线，但是在两
国政权关系稳定的时期，这里则是人和物资交流的场所。另一方面，从广义上看，狭义界线区域的存
在会对当时人们的意识产生影响，包括因此产生的意识上的界线区域。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正是在这
个狭义界限区域与广义界线区域之间的关系中找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

一、历史研究框架变更———“魏晋南北朝史”的分类和界线区域

提到历史研究的分类，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自己的研究对象属于中国历史分期中的哪一段。
在这里笔者试举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一种学说为例：在日本的《史学杂志》的《回顾与展望》
中，中国历史被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
清———近现代，共七个时间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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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ジョルジュ·ペレック：《考える／分類する：日常生活の社会学》，阪上脩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２０２０年，第１１９页。

魏晋南北隋唐朝在１９６１年的《史学杂志·回顾与展望》（７１ ５）中开始成为一个时间轴。



当然，这一分类也不是绝对的。岸本美绪在《地区论·时代区分论》中方，针对时代区分论和地
区区分论指出：“至２０世纪末，（关于历史时代划分的争论中）进化出了不以既成实体框架为前提，而
是根据历史学者的课题意识而设定的可变且多样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①正如岸本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中古史这一分类，其边界也是具有可动范围的界线区域。

由于近三十年中发现了大量的新的出土资料，作为中国中古历史一部分的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积累了很多新的知识和见解。而另一方面，研究对象逐渐细化，各领域的研究手法开始具有某种专
业性。即使同样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他们之间也出现了学术上沟通困难的情况。甚至可以感到
将魏晋南北史作为研究对象分类在同一个时代的必然性变得越来越小。

在１９７６年的《史学杂志·回顾与展望》中，安田二郎指出：“六朝史研究中学者们面对的研究中
的むつかしさ（困难），就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的六朝史研究的成果，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必须克服这
种むつかしさ。因此，理解和分析学者们的方法和其理解历史的思想是不可缺少且有实际效果的。”
首先在深入了解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其理解历史的思想后，对他们的研究进行分类，也许就是我们克
服“むつかしさ（困难）”的第一步。但是，从那时起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此间积累了更多的研究
成果，随着研究成果的丰富化，我们应该如何对魏晋南北朝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呢？现在，分类分析这
一视角出现了波动。

作为一种尝试，这里列举《史学杂志·回顾和展望》中对近十年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行的分类：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小尾孝夫 冈田和一郎 户川贵行 安部聪一郎 津田资久 藤井律之 堀内淳一 三浦雄城 北村一仁 梶山智史

总论 总说 贵族制 三国 政治史
西魏／
北周史

政治 政治 序言 单著

政治制度 出土史料 王权论
贵族制和
东晋南朝

贵族制 政治史 贵族 制度 学界动向
魏晋南北朝史
のいま

社会 政治 国家论
洛阳都城
研究

弘农杨氏
研究

官僚制 爵制 社会
广阔视野下
的研究

政治

礼制 制度
中国史的
相对化

北朝国家论 礼制 法制 外交 思想 都城 制度

城市空间 社会 史料批判 史料 官爵制度 经济 军事 宗教 环境 社会

历史地理 都城 出土资料 曹操墓 民众史 军事 思想 文学
多种多样的
研究成果

思想

东亚 国际关系 墓志 出土史料 贵族／郡望 宗教 简牍史料 政治 文化

出土史料 民族 镇墓瓶 考古 地理 文学 石刻史料 制度 美术

石刻关系 宗教 画像
东亚地区
国际关系

文学／学术 出土史料 其他 经济 考古

美术 美术 铜镜 史料 思想／宗教 文献史料 社会 展望

译注 文化 出土简牍 译注 民族 其他 思想

索引 文学 考古 宗教

译注 图像资料 文学

索引 石刻 史料论

简牍 出土文物

敦煌／吐鲁番
写本

考古

都城

六镇

史料辑佚

５８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笔谈）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集：《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世界史像の再構成》，东京：绩文堂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页。



　　由上可知，近年来《史学杂志·回顾和展望》中该内容的分类，每年各不相同，分法多歧。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将经济独立地作为一个分类的现象只出现了两次。由２８名学者从多个角度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史的现在》①中，其内容分为“政治人物”“思想·文化”“国都·
都城”“出土资料”四个分类。在“总论”中，编者窪添庆文指出：过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时的主要课题
“社会经济史”，在该书中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类。这个现象与《史学杂志·回顾和展望》魏晋南北
朝史中的分类是共同的。这种现象表明：当深入研究某段历史的特质之时，对其研究对象的分类也
是存在变动的。

二、分析视角的多样化———可见的界线区域与意识上的界线区域

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称为分裂时代，其王朝之间是存在着界线的。在划分这种界线时，政治、经
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都发挥了作用。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正是在这种界线的分割下才产
生了所谓“南北方”及“南北方士人”之不同。

如果在此重提界线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说在世上任何事物都存在界线。这种界线大致分为两
种：一种是可见界线，另一种是不可见界线。所谓可见界线，可举出自然环境的划分、王朝之间的划
分、行政划分等例子。不可见界线，是因可见的界线的存在而产生出的各种意识上的界线。意识上
的界线，可以经叙述成为可见界线（因叙述而产生的划分／学术上的分类、民族、身份等）。由于可见
界线和不可见界线的相互作用，界线可以成为对社会进行定义的力量，比如南北人意识或地区优劣
意识等等。

在这里再次回看分类的本质，可以说是在原本就没有划分的地方设置“应该划分”的界线。在这
种界线上，我们看到的并非只有割裂，而且可以看到连接性的历史作用，并可能对其进行分析。魏晋
南北朝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界线是这种分裂现象的一个指标，笔者很想利用这种方法从界线中找到
该时代的共通性。

在迄今为止正史性的历史叙述文体中，已经形成了王朝史架构下的南朝—北朝型叙事构造。使
用界线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克服上述王朝史架构下的历史叙述乃至历史认识的不足。已经被细分化
的该时代的历史研究中，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找到具有共通性的新的理论框架。

基于这一想法，笔者在《史学杂志》（１２８ ５，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８年的回顾和展望 魏晋南北朝》中作了
如下分类：

１．具有多样研究视角的研究。

２．注目于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的各种界线中的连接性侧面，探寻历史特质的研究。
（１）着眼于可见界线的研究；
（２）着眼于意识上（不可见的）界线的研究。

３．属于长期性展望的研究。

结　语

笔者一直以汉晋期（后汉三国西晋东晋期）这个时间轴为中心对历史展开研究。现在主要的魏
晋南北朝史的分类方法，是否能明确中国中古史的历史特质呢？基于这个疑问，笔者有了重新对以
前的分类进行验证的想法。

魏晋南北朝时代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王朝之间的区分是其这个分裂时代的前提。虽
然可见界线已经为大家所认识，但这种界线有很多是十分模糊的。如《南史》《北史》等史书的叙述中
似乎明确划分了分割南北的界线。因此笔者在小稿中，打算从“连接性”的角度来审视这个象征分裂

６８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① 窪添庆文编：《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东京：勉诚出版，２０１７年。



的南北分界线，发现两朝历史的共同点，并在共同点中找到独特性。另外，笔者以为需要关注可见界
线区域和不可见界线区域的相互作用，即笔者的关注会不仅仅停留于可见界线发生作用以及不可见
界线的形成过程。由于不可见界线的叙述会逐渐产生的新的可见界线，于是会有一个界线的再生产
过程。这种界线意识的再生产也是笔者计划研究的课题。笔者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找出魏晋南北朝
史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性以及叙述的可能性。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中古史上重要的界线区域之一，本篇小文是为寻找对该时代重新验证的线索
而作的。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的可能性

胡　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中华崩坏与扩大”、五胡北族占据华北、南方山区加速开发的时代，各类族
群现象是其最为耀眼的主题之一。从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前辈大家以来，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或多或少会涉及到族群问题，相关成果也蔚为大观，而专门从事民族史研
究的学者如马长寿、周伟洲、内田吟风等，也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留下了厚重的专著。那么在未来，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研究还有哪些可能性？对于总体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可能在哪些方面继续作出
独特的贡献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只是尝试提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答案。

中古前期民族史研究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首先是资料条件。较之先秦秦汉时期的民族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资料更为丰富。纪传体王朝史中专列的夷狄传在此时期日渐完备，直至发展成为体
例完整的“四夷传”。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来自北方边疆的五胡诸族建立了王朝，因而像《十六国春
秋》（部分保存于《晋书·载记》）乃至北朝四史都成了民族史性质浓厚的史料。这是此前时代不曾有
的新现象。而且这些文献是得到北族统治者首肯的官方正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北族的主体性
表达。更可贵的是，同时期的南方诸王朝的“正史”中还保留着用异族传体例为北方政权撰写的传
记，即《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等，将两种文本进行对比，很多问题便能浮现出来。在传世
文献以外，简牍、石刻、纸本文书等出土史料数量也非常可观，尤其以墓志、碑刻、造像记等石刻史料
为大宗，如马长寿的名作《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是大批量运用这类史料进行民族史研究
的典范①，学界对这类新史料的重视至今长盛不衰。与唐以后的时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的
史料文字和语言是单一的，只有中文，基本是汉语，———虽然包含一些音译的非汉语词汇。这既是缺
陷，在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之下，也是有利的研究条件，毕竟研究的门槛降低了不少。总之，资料不多
不少，不少则不至于只依靠只言片语的孤证来猜测，不多则在研究某个具体问题时可以做到史料的
穷尽占有，而语言理解的障碍几乎不存在。

其次是研究对象的特性。魏晋南北朝时代“去古未远”，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一般都要溯及秦
汉，这两个时期加起来，就是大部分非华夏族群拥有较可信文献记载的开始了。而这些被记载的人
与事，则凭借经学或史学文献的权威成为后代历史记忆的源头。民族史研究特别重视“起源”，因此
对于早期阶段史实的深入认识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很多谬误和迷思需要在此理清。另外，魏
晋南北朝时代的族群现象具有特殊的丰富性。以政治体形态而论，４ ６世纪的中国北方，原居于帝
国边境地带的诸族纷纷进入中原，有些建立国家称帝称王，有些还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态，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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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以来的华夏官制与内亚草原上袭用已久的各类名号杂糅共用，政治体和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异常明
显。更有些政权，如北魏，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从较为简单低级的草原政治体向复杂官僚制帝国的
转型，其他一些政权如前秦、慕容五燕等也在此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还有一些小的政治体尚未
完成演进，就被更大的政治体吞并而卷入后者的发展道路之中。这些政权共同在历史舞台上构成一
个绚烂的光谱，犹如将从部落到帝国的政治体演进过程并列地展示出来，将各种或成功或失败的尝
试列出供我们分析比较。主导中国历史后半段的北族王朝（或称“征服王朝”），在中古前期的十六国
北朝时代已经小规模地预演了一遍。魏特夫将这一时期的北族王朝称为“渗透王朝”，它们与后来的
“征服王朝”是否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很值得重新考虑。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拥有这些优势，同时也有很深厚的积累，如何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
这是最令人迷惑和焦虑的问题。借着笔谈的机会，试将近年来管见所及的一些有潜力的研究路径和
方向梳理如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第一，反思既有理论和宏大叙事，回到史实，将民族史的问题从几组大而化之的宏观理论如“胡
化汉化”“民族融合”“起源与迁徙”等等之中解放出来。如何才能做到？立足理论本身的反思是一方
面，比如思考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民族”，能否套用经典的“民族”理论去理解那时的人群分类和认同
等。如王明珂的系列著作，在解构实体论“民族”概念、提倡认同研究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①。另
一方面，发扬中古史领域精细解读史料、善于从小中见大的传统，走向细节，贴近史实，应该也是一个
途径。不再满足于总体上印证某个既有理论命题，而是充分挖掘其过程和细节，尽可能还原出有血
有肉有人的“活”历史，而这样很可能会对既有的理论提出挑战。２１世纪以来，已颇有学者在这一方
向上探索出具有典范性的成果。如田余庆运用中古政治史的精细考证方法，通过对北魏的两种“制
度”即“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进行政治史的过程性解读，细致呈现了代北时期拓跋部从依靠联姻、
结盟而形成的不稳定政治体走向君主专制的中原式王朝的演进过程②。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斗争
与探索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华夏制度文化，也不是一个被某种规律决定的必然趋势。又如侯旭
东重新梳理了北魏的胡族管理政策，指出兼容部落组织存在的护军制和镇戍制一直与郡县制并行交
织，强调了部落解散和编户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③。这一研究提示了国家和制度在族群塑造中的作
用，也展现了在“族群化”或“去族群化”的进程中各方存在激烈的政治博弈。对既有宏大叙事的挑战
还可举出一例：民族史中尤为重视“起源”问题，而１９８０年代嘎仙洞北魏祭文石刻的发现，曾让拓跋
鲜卑获得了中古诸民族中最为确定的“起源”。罗新通过仔细分析这一石洞在北魏时期的“发现”过
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北魏太武帝将此石窟草率认定为“先世旧墟”，不过是配合东北亚新局势的一
次心照不宣的文化表演，进而指出“起源与迁徙，是传统民族史史料最突出的两大陷阱”，这类统治集
团主导的历史记忆掩盖了人群中大多数的真正源流，是应该被历史研究反思和解构的对象④。

第二，放下华夏中心主义的偏见，发掘被中文史学书写所掩盖的各族群文化的特殊之处。在研
究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时，这一方法显得尤其突出。从华夏化的汉字史学书写中识别出北族传统的元
素，在２０世纪已成为研究北朝史的重要方法之一⑤。世纪之交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发现和复原⑥，
尤其是对其碑阴题名的解读，令一个与《魏书》所记大相径庭的拓跋魏集团浮现出来，为此种路径的
研究注入了新动力。进入２１世纪之后，２００７年出版的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論》力图站在北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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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
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

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２０１３年第２辑。

２０世纪末的代表性著作有：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
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和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８年）。

张庆捷、李彪：《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



角度去理解北朝史，对领民酋长与部落解散，《南巡碑》为中心的石刻史料所见的内朝官、迁都洛阳、
石刻与史籍中的代人集团等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揭示出了北魏早期国家体制中融会北族传统与魏
晋制度而形成的诸面向，并以北族集团在此过程中的政治主动性贯穿始终①。近年黄桢从文明太后
去世后孝文帝为臣僚制定的服丧方案中解读出北魏官制中的圈层划分，再将它回溯到孝文帝之前的
北魏历史中，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华夏官制的以内外圈层为特征的北族式官制结构，从而对包括《南巡
碑》题名在内的许多史料进行了新的解释②，这在松下宪一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佐川
英治考察了北魏平城的鹿苑，揭示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附属于宫城的苑囿，而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牧
场，从游牧世界获得的牲畜被集中于此，再通过计口授田投放到农耕世界，鹿苑实为游牧与农耕之间
的资源转换器，于北魏前期的国力积累关系重大③。这些都是此种路径下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

然而以鲜卑为首的北族毕竟有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仅从汉字资料和汉语文献进行批判性还
原仍有很大局限，有时需要向其他时代的民族史、域外文明史汲取灵感甚至史料，才能补全中古时代
的残缺拼图。在就北朝论北朝越来越艰难时，罗新通过吸收阿尔泰语系历史语言学的成果，对中古
时期中文史料中的部分音译专名进行还原和归类，不仅找出它们的“语源”，更据此发现了一个普遍
存在的“官号＋官称”的名号结构，进而讨论名号中显示的北族政治体演进历程④。阿尔泰历史语言
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突厥、回鹘、蒙古等拥有自身文字记载和现代语言传承的古代语言，上述研
究则充分展现了十六国北朝名号结构及其所反映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可以在从匈奴至蒙古时期的草
原文化中找到共通性。此后，罗新进一步提出“内亚性”概念，倡导“内亚视角的北朝史”研究。其《黑
氈上的北魏皇帝》一书通过论证北魏皇帝黑氈上即位礼仪的诸多元素出现于突厥、回鹘、契丹、黑海
北岸的可萨人、草原帝国时期的蒙古以及１５ １６世纪统治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后裔中，明确地将“内
亚性”作为一个概念和方法提出⑤。“内亚性”强调内亚传统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将中古时期的北方民
族史从时间上与辽金元清相联系，从空间上与整个中央欧亚地域相贯通，使得中国史的一部分可以
与“世界史”中的内陆亚洲或中央欧亚研究对话。内亚不只是中国文明的边缘地带，它本身也是一个
具有自身传统的文明，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只是内亚之一角，很多现象必须要到更大的范围内才能看
得完整。“内亚视角的北朝史”成为北朝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不断涌现出引人注意的尝试，

如魏斌借助后世史料中的“地方记忆”，论证了山西中北部几个高山、亚高山草甸地区比如宁武天池
在南匈奴以来的北族传统中的重要性⑥。刘莹将北魏七月七日的讲武活动比定为拓跋鲜卑的“秋
祭”，并认为它是一种长久流传的草原文化传统，也是巩固部落联盟关系的重要手段⑦。孙正军考察
了北朝隋唐独有的“宗子军”的性质和演变，并将它与内亚传统中对拟制血缘的重视联系起来⑧。事
实上，“内亚性”的内涵———尤其是在较早的时代———并不是已经被透彻了解的，仅仅依靠正史中《匈
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等简略记载远远不够解明，还有待于从中文史料间接的、变形的、隐晦的记
载中去还原。内亚世界的重心在东部，也就是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而在８世纪之前，关于这里几乎
只有中文史料的记载，由此可知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族特色文化与社会的还原，不仅要借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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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军：《宗子维城———北朝隋唐宗子军小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３７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知的“内亚性”，还能扩充对“内亚性”内涵的认识。
第三，在南方族群的研究中寻找突破。北方的研究精彩纷呈，相比之下，南方诸族的关注热度就

要少很多。中古南方的山岭湖海间活跃着被冠以蛮、越、蜑、獠等名称的各类人群，与北方民族史的
波澜壮阔相比，南方的族群问题显得波澜不惊。然而从秦汉到唐末五代，南方的政区设置、族群结
构、经济开发程度、人口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北方。这一变化的过程与
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在经典民族理论的语境下，对南方诸族的族源、族属分化和迁徙、与国家
政权之间的关系等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主观认同论、边缘理论等的引
入，此前那些将越、蛮、獠等理所当然地各自视为“民族”或“族群”实体，再去追寻其源流、分布、迁徙、
文化特性，或者作为民族实体与国家政权之互动的研究思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疑，一些新的思
考角度随之出现。如鲁西奇反思了当前通行的以“共同文化”或“族群性”界定的“蛮”概念，证明了他
们在文化面貌上极为多样，唯一的共性是不著户籍、不服徭役、不纳或少纳赋调，“脱籍”是其共同特
征，与其将他们看作血缘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不如视为“社会群体”或“地域居民集团”①。在后来对
滨海地域水上人群的研究中，鲁西奇同样重视他们游走于国家版籍控制系统边缘的性质，将他们视
为地域性居民集团，而基本未讨论其族属或族源等②。罗新则强调山越、蛮等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不
能简单视为一族，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与华夏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他将进入华夏政治体系———往往
以编户化为完成标志———称为“霑沐王化”，这是一个国家主导的政治过程，而山地蛮夷也在王化与
山险之间不断做着艰难的抉择，但接受王化并不能等于文化上的同化③。在此基础上，胡鸿用“华夏
网络”描述华夏国家在南方统治的空间结构，从网络对山地的“圈隔”、网络断裂带的华夷实力对比局
部逆转以及山地政治体的成长等方面，对中古南方山地与华夏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示了山地
诸族群政治上的主动性与政治文化上的被动性并存的境地④。在新史料挖掘方面，魏斌的研究颇具
代表性，他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等简牍材料中姓氏、人名的分析，钩沉了这类姓、名结构与汉晋间南方
土著人群编户化进程的关系，并进一步论及南方族群接受华夏文化时的区域特征和阶层差异⑤。魏
斌的另一篇论文从古人堤简牍中数行文字的考证出发，揭示了东汉在武陵蛮地区的屯营体系和统治
形态，并进一步论述了蛮人在国家势力进入之后的种落分化⑥。这一系列研究，展现了简牍等新史料
在南方族群研究中的巨大潜能。类似于“内亚性”，南方山区应该也有超越具体朝代而长时段存在的
某种文化连续性，也有着与中原华夏文化不同的原生土著文化，虽然其内部的一体性不及北方草原。
若能致力于发现此种原生文化，以及它接触华夏文化之后发展出新的混合文化的过程，多少可以触
及到一点“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⑦。

经过以上非常不全面的梳理，或许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未来的“可能性”，首先在于突破
“民族史”，不为既有的民族理论所束缚；其次在于突破“魏晋南北朝”，视野必须超越断代史的格局；
最后则是视角的转换：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庙堂走向民众，从集团转向个体，从结构转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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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货币经济的面向

吴承翰
（台湾政治大学博士）

货币史在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中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相较于农业、土地、户口或力役、
赋税等范畴，货币似乎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其理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农业官
僚帝国，无论重农抑商是一种形式的表态还是真实的制约，围绕农业的主题自然处于社会经济史的
核心。

不过，如果站在重绘中古史的角度来看，则货币史理应受到更多一点关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
重绘，有时是因为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有时是因出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但历史之所以需要不断被
重绘，往往与书写者身处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如今，我们置身一个被货币包围的经济世界。无论
实体还是虚拟，每个人从清醒到入眠，几乎总要透过货币，方能与社会发生连结。这样的世界是如何
形成的？如何想象一个“在这种状态以前”的世界？那样的世界又是按照何种机制与逻辑，维持日常
生活的运行？尽管货币在中国史上由来已久，可是当我们带着今天这个世界的经济常识去解读过往
的经济世界时，难道不会因为习以为常的前提，作出偏离客观历史的诠释（假如真有一个“客观历史”
的话）？如果货币在当时与现今一样十分重要，那么应该追问的是，何以在经济结构异质的基础上，
货币却能发挥相似的作用？反之，假若货币在当时没那么重要，或是重要的形式与今日有所不同，则
我们就应抓住这个古今皆有、但意义不同的元素，作为重新反思社会经济史的利器。

现代学术体制建立以来，即便是比较冷门的中古货币经济史，也累积了庞大的研究。因此我采
取一种权宜的方法，根据论者对于货币性质的判断，进行粗略的分类。第一种分类称之“市场性的货
币论”。以全汉昇为代表，其中古自然经济说强调货币的形态会随着市场商业活动的发展程度而异，
产生不同的变化。如汉末到中唐商业衰落，故以实物货币为主；中唐以后商业复兴，故金属货币地位
抬升；至北宋更发达，遂有纸币出现。这种将货币性质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看法，并非全汉昇独有，毋
宁说在货币史研究者中十分常见，只是全氏将此一看法与历史分期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具有代
表性的意义。第二种分类是“国家性的货币论”，以日本中国史研究会的足立启二、宫泽知之为代表。
他们基于专制国家论与小经营生产方式论的共同理论，将货币视为国家整合社会的诸多重要手段之
一。宫泽知之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货币与市场货币的概念区分，并指出铜钱的本质应属国家权力
性质的财政货币，而非市场货币。简言之，这两种货币论的预设存在根本的差异。

从生成背景来看，两者皆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在全汉昇的时代，中国社会停滞论盛行。陶希圣
反对此说，并提出独自的中国历史分期论（分前后二说，日本京都学派的分期与其后说相近）。全汉
昇深受陶氏影响，因此他的中古自然经济说，必然要淡化何兹全抛出的南北差异的质疑，如此方能合
理推衍出唐宋之间的货币经济复兴，而这正是从社会经济角度证成中国社会发展未停滞的坚实理
由。足立启二、宫泽知之成长的时代，则是世界史基本法则盛行的年代。在单线发展论依然浓厚的
氛围中，他们为了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当代中国的由来，因而反对当时普遍以封建制概念诠释中国社
会的方式，并在中村哲的理论启发下，建立专制国家论的模型，以区别于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类型。

尽管实质论点对立，但它们都深受论者所处环境的影响，带有清晰的时代烙痕。循此逻辑，时移
势异以后，自然还会孕育新的动向。例如柿沼阳平，他重视新出土资料、并尝试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
重新诠释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的特质，反映出一种后冷战世代的共同特征。于此，无论是激烈对立的
意识型态也好、不可调和的历史分期也罢，皆已淡出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构成核心议题。就此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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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绘中古史有时是人们主动刻意为之的结果，有时则是不断被时代重绘的人们自然酝酿的产物。
应补充的是，这两种货币论之间并非排他性地互斥。强调市场性的论者，同样也会关注国家财

政的现象，只是他们多半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国家财政变迁的原因。反之，国家性论者也会讨
论市场的问题，只是他们认为从市场流通到财政物流之间并非连续的因果关系，前者不必然导出后
者。其次更应强调的是，这两种货币论并不存在先后交替取代的关系。当国家性货币论的观点出现
后，采取市场性的论者依然坚守其说。当采取经济人类学或多元视角解析货币的观点出现后，市场
性、国家性两派论者也依然持续在发展、完善各自的假说。由此导出第三点观察，即各种货币论之
间，或许基于偶然或其他的因素，彼此经常欠缺充分的对话，甚至可能缺乏应当进行对话的意识。这
在研究者展开个别实证研究的课题时，也许问题不大。但是一旦涉及如何建立比较长时段的、宏观
层次的历史架构时，除非我们有意回避忽视某一方的观点，否则彼此理论预设的矛盾，自然就会构成
解释历史变迁时的理论难题。

这个理论难题成了我在构思如何重新诠释唐宋货币经济变迁时的原点。我并未直接研究两者
的异同，而是将此难题作为问题意识，植入各项实证研究之中。为此，我做了一些唐宋货币政策的比
较研究、货币思想与议论的辨析，以及不同地域经济和货币性质的讨论，等等。这些看似分散的主
题，最终都围绕并且收束在如何回答上述理论难题的焦点上。我尝试以一种“带有理论意义的实证
研究”的方式，来回答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题。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我的确从中看到一丝重绘中古史
图景的可能性。

总之，货币史研究是一个有意思的主题。最有意思之处，莫过于在史料之中发现一些乍看符合
现代常识，但细思不妥、又带有违和感的问题。例如，南北朝到唐宋之间相当盛行的短陌现象，即反
映一种货币内在交换价值并非均质存在的特性。因其存续直至晚清，故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现阶段
可知的是，倘若直接套用当代经济逻辑加以诠释，可能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然而正是这种思考的
困境，引导我们仔细重读前辈的经典著作，反复探勘理论（暂定的假说）与史实（无论新旧）之间的无
穷可能，从而拾起重绘中古经济史的乐趣。

［责任编辑　孙　齐］

２９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ｉｎ　Ｙｕｅｌｉ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Ｘｉｎｗｅｎ

　 Ｗａｎｇ　Ｈａ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ｈｅｎ　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Ｊｉｎ　Ｙｕｅｌｉ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ａｒｅｅｒ，ｂｕ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ｅ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ｔｏ　ｔｒｙ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Ｉｎ　１９２７，Ｊｉｎ　Ｙｕｅｌｉ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ｈｉｓ　ａｌｌ－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ｏ　ｌｏｇｉｃ，ｂｕ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ｗｈ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ｇｉｃ．Ｉｎ　ｈ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ｙｅａｒｓ，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ａｓ　ｔｏｏ　ｂｉ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ｏｇｉｃ，ｔｈｕ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ｇ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Ｗｅ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Ｊｉｎ　Ｙｕｅｌｉｎ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ｉｆ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Ｔｈｉ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ｇｏｅ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ａｋ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ｔｒｉｖｅ　ｆｏｒ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Ｘｉａ　Ｒｕｉｎ　 Ｌｉｕ　Ｚｏｎｇｄｉ

　 Ｆｕ　Ｓｉｎｉａ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ｘ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Ｘｉａ　ｉｓ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ｎ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Ｘｉａ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ｅｎａｎ，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Ｘｉａ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ｌｍｏｓ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ｆ　Ｚｕｏ　ｔｈａｔ　Ｓｈｕｙｕ，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Ｊｉｎ，ｂｅｉｎｇ　ｅｎｆｅｏｆｆｅｄ　ｔｈｅ　Ｘｉａ　ｒｕ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ａｓ　ｉｎ　Ｈｅｄｏｎｇ，ｉ．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ｈａｎｘｉ．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ｙ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ａｎｇ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ｗｅｓ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Ｘｉｅ，Ｓｈｕｙｕｓ　ｓｏｎ，ｗｈｏ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ｍｏｖｅ　ｔｏ　Ｈｅｄｏｎｇ．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ｓ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

Ｆｕ　Ｓｉｎｉａ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Ｘｉａ　ｒｕ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ｓ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Ｔｏ　ｗ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ｏｕ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ｏ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ｂ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ｅｌｄ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ｓｉｘ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ｐｏｓｓｉｂ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ｊｕ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ｕ　Ｋａｉ　Ｆａｍｉｌｙ Ｙａｎ　Ｊｉａｎｆｅｉ

　 Ｌｉｕ　Ｋａｉ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ａｎｄ　ｈｏｌ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ｓｉｘ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Ｗｅｉｂｏ．

３６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